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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检测无锡某污水厂疫情期间排放尾水中消毒副产物的种类和浓度，发现一氯乙酸（CAA）

占全年总检出量的 30.22%. 采用毒性标准实验方法研究 CAA对小球藻生长和抗氧化系统的影响. 结果表

明在 CAA胁迫下，小球藻生长速率减慢，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Fv/Fm）较空白组出现明显下降，96 h

叶绿素  a 浓度明显降低 .  CAA对小球藻的 96 h半数效应浓度（EC50）为 14.734 mg·L-1. 中、低浓度

CAA胁迫会诱导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和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的

上升，减少丙二醛（MDA）含量的积累；而高浓度胁迫下，SOD、CAT活性和 GSH含量持续下降，

MDA含量先升高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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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pecies  and  concentration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in  a
sewage  treatment  plant  effluent  in  Wuxi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was  found  that
chloroacetic  acid  (CAA)  accounted  for  30.22%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etected in the whole year.  The effects of CAA on the growth and antioxidant system of Chlorella
vulgaris were studied via standard toxicity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pon the exposure of CAA,
the growth rate of Chlorella vulgaris was slowed down, the maximum photochemical quantum yield
(Fv/Fm)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chlorophyll-
a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96 h. The EC50 for 96 h-exposure of CAA was found to be 14.734 mg·L-1.
The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catalase  (CAT)  and  the  content  of  reduced
glutathione (GSH)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accumulation of MDA was reduced upon the exposure of
medium  and  low  concentrations  of  CAA.  However,  high  concentration  exposure  could  lead  to  a
decreasing trend in SOD and CAT activities as well as GSH content, 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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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Keywords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chloroacetic  acid， Chlorella  vulgaris， sewage  treatment
plant effluent.

  

自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场所（医院、污

水处理厂、市政）均存在含氯消毒剂的大规模、大剂量使用[1−2]，例如武汉市仅 1 个月就投放了 1963.58 t
消毒药剂[3]，其他地区污水处理厂也将氯消毒剂使用量提升到平时的 2.5—3.5 倍，出现过度消毒现象[1].
大量余氯会与水体的有机物反应形成有害的氯化消毒副产物（DBPs），而后进入自然水体中[4]. 其中大

多数 DBPs 具有生物毒性[5−6]，可能会对水生生物产生危害.
目前，国内外对于 DBPs 的风险评估主要侧重于在饮用水中 DBPs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7−10]. 已有研

究表明 DBPs 对细菌[11]、大鼠[12] 以及人类[8−9] 的生长发育均会有负面影响. 卤乙酸（HAAs）作为最常见

的 DBPs 之 一 [13]， 存 在 于 饮 用 水 和 通 过 采 用 次 氯 酸 盐 消 毒 的 废 水 中 [8]， 与 三 卤 甲 烷 （THMs） 相 比 ，

HAAs 的毒性更高，在环境中存在的时间更长 [11]. 目前关于 HAAs 的毒理学研究多集中于鱼类 [14−15] 和

大型溞[16−17]，而有关藻类的毒理学研究较少.
藻类作为初级生产者，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水生食物链之间的能量传递，从而影

响整个水生态系统[18]，然而，关于 DBPs 对浮游植物的毒理学研究成果较为缺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

评估 DBPs 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淡水水域中常见的浮游植物小球藻作为模式生物[18]，通

过分析污水厂全年加氯消毒后出水的的 DBPs 检测情况，选择加氯消毒后出水中占比最高的一氯乙酸

（CAA）为目标污染物，探究其对小球藻的毒性效应，可以为水环境中 CAA 的生态风险评估和环境污

染控制提供理论支持.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化学品和试剂

CAA 标准品购于坛墨质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还原型谷胱甘肽（GSH）、

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测定试剂盒和丙二醛（MDA）含量测定试剂盒购于苏州科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实验藻种扩培

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 , FACHB-8）购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藻种库. 培养条件: 以
BG11 培养基（pH=7.1）为基础培养基，置于光照培养箱（GZX-250BSH-Ⅲ，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限

公司）内进行扩培. 温度设置在（25±1）℃，光照强度为 8000 lux，光暗比为 12 h:12 h，每天定期摇荡 3 次.
 1.3    分析测定方法

（1）DBPs 测定

本 文 中 测 定 的 DBPs 主 要 包 括 THMs、HAAs、 卤 乙 醛 （CH） 、 卤 代 酮 （HKs） 、 三 氯 硝 基 甲 烷

（TCNM）和卤乙腈（HANs）等饮用水中检出频率较高的 DBPs. 其中氯消毒后水样中的 THMs、CH、

HKs、TCNM 和 HANs 根据 US EPA 551.1 标准方法测定，利用萃取剂甲基叔丁基醚（MTBE）进行液-液
萃取后，采用 1 mL 注射器吸取上层有机相 1 mL 过 0.22 µmPTFE 膜后，装入气相小瓶测定. HAAs 根据

US EPA 552 标准方法先酸化甲醇衍生化后测定其衍生产物.
利用配有 ECD 检测器的 GC（GC 2010，岛津，日本）测定分析. 选用 30 μm×0.25 mm 的 HP-5 柱（安

捷伦，美国）分离，膜厚 0.25 μm，载气 N2（高纯氮，无锡鑫锡仪选用科技） . 分流进样模式下进样体

积 1 µL[19].
（2）生物量的测定

每次取 10 mL 胁迫组和对照组样品，用血球计数板（ XB-K-25） 在显微镜下进行藻细胞计数.
（3） 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Fv/Fm）的测定

Fv/Fm 的 测 定 采 用  PHYTO-PAM 手 持 浮 游 植 物 分 析 仪 （PHYTO-PAM Phytoplankton  Analyzer,
Walz,  Effeltrich,  Germany） . 在 室 温 下 ， 取 一 定 量 藻 液 加 入 石 英 小 杯 中 暗 适 应 ， 15  min 后 读 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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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Fm 值.
（4）半数效应浓度 EC50 的确定

本研究中采用 96 h 生物量的 EC50 来评价 CAA 的毒性，即以 96 h 的生物量来计算 EC50 值. 通过

Logisitic 拟合计算公式为:

y = 103.39+96.71× (1+0.07x)−1.36 R2 = 0.97 （1）

式中，x 为暴露浓度，y 为抑制率.
（5）叶绿素 a 含量的测定

参考 GB17378-2007 丙酮萃取-分光光度法提取叶绿素. 再通过公式（2）计算叶绿素 a 的浓度:

Chla=
（11.64×（D663-D750）-2.16×（D645-D750）+0.10×（D630-D750））/V1

V ×δ （2）

式中，D630、D645、D663 和 D750 为对应波长吸光度，V1 为丙酮体积（mL），V 为藻液体积（L），δ 为比色皿

量程（cm）.
小球藻比生长速率 μ:

µ = ln(Et/E0)/∆t （3）

式中，μ 为比生长速率（d−1），Et 和 E0 为 t 时刻和初始时的叶绿素 a 的浓度，Δt 为胁迫时间（4 d）.
（6）小球藻细胞内抗氧化酶及 MDA 含量的测定

藻细胞数与提取液体积（mL）比为 1000∶1. 具体测定方法按照苏州科铭酶测定试剂盒的方法

进行.
 1.4    CAA 胁迫实验

挑选生长健康并且处于对数增长期的小球藻在无菌环境下进行暴露实验. 对照组（CK）CAA 浓度

为 0，实验组 CAA 梯度分为低（50 μg·L−1、500 μg·L−1）、中（5 mg·L−1、10 mg·L−1、25 mg·L−1）、高（50 mg·L−1、

500 mg·L−1）共 7 个浓度. 初始实验时选取藻浓度为 106 个·mL−1，每个处理设置 3 个平行组，分别在 0、

6、12、24、36、48、72、96 h 进行取样，每次取 10 mL 胁迫组藻液和对照组藻液，测定藻胞生物量，取 96 h
胁迫组藻液计算半数效应浓度（EC50），测定各处理组中叶绿素 a 含量，抗氧化物酶活及 MDA 含量.
 1.5    数据处理

采用 OriginPro 2018 处理数据作图，利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 统计分析，使用 Dunnett's t-test 法进

行显著性差异分析，以*表示显著差异.

 2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污水处理厂尾水中消毒副产物检出情况

从 2020 年 6 月 至 2021 年 5 月 ， 对 以 次 氯 酸 钠 作 为 消 毒 剂 的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某 污 水 厂 尾 水 中

DBPs 进行监测，采样频率为每月 1 次. 该污水处理厂尾水中监测出了三氯甲烷（TCM 47.10 μg·L−1）、一

溴二氯甲烷（BDCM 21.62 μg·L−1）、二溴一氯甲烷（DBCM 6.49 μg·L−1）、三溴甲烷（TBM 4.27 μg·L−1）、一

氯乙酸（CAA 67.84 μg·L−1）、一溴乙酸（MBAA 14.50 μg·L−1）、二氯乙酸（DCAA 39.06 μg·L−1）、三氯乙酸

（TCAA 21.31 μg·L−1）、溴氯乙酸（BCAA 4.51 μg·L−1）、二溴乙酸（DBAA 5.48 μg·L−1）、一溴二氯乙酸

（BDCAA 3.84 μg·L−1）、二溴一氯乙酸（DBCAA、3.00 μg·L−1）、三溴乙酸（TBAA 2.31 μg·L−1）、三氯乙腈

（TCAN 2.69 μg·L−1）、水合氯醛（CH 12.30 μg·L−1）、二氯乙腈（DCAN 5.09 μg·L−1）、二氯丙酮（DCP 2.21 μg·L−1）、

三氯硝基甲烷（TCNM 1.38 μg·L−1）、溴氯乙腈（BCAN 3.40 μg·L−1）、三氯丙酮（TCP 2.31 μg·L−1）和二溴

乙腈（DBAN 0.78 μg·L−1）等消毒副产物，与疫情前污水厂消毒后 DBPs 总浓度（95.8 μg·L−1）相较[20]，疫情

期间测得的 DBPs 总检出量（271.47 μg·L−1）显著增加，为疫情前总浓度的 2.83 倍.
由 图 1 可 以 看 出 ， 其 中 疫 情 期 间 DBPs 检 出 量 占 比 5% 以 上 的 TCM、BDCM、CAA、DCAA、

TCAA 五种 DBPs 占总检出的 76.85%，而 CAA 占比最高，为 30.22%，远高出其它 DBPs 的检出量. 前期

的研究中发现 CAA 是一种高度稳定的物质，会在环境中积累[21]，并且 CAA 对水生生物有很强的毒性

作用，其进入环境将会对水生态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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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污水厂检出消毒副产物占比；（b）污水厂全年检出消毒副产物平均占比

Fig.1    Fig. 1（a）Proportion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etected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s；（b）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etected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in the whole year 

 

 2.2    CAA 对小球藻的生长抑制

（1）CAA 对小球藻生长的影响

在不同浓度 CAA 胁迫下，小球藻的藻密度和叶绿素浓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对小球藻的生长具

有抑制作用. 从图 2（a）和（b）可以看出，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抑制程度与 CAA 胁迫浓度呈正相关. 在
低浓度（疫情期间检出浓度范围）胁迫下，小球藻的藻细胞密度和叶绿素浓度随时间依然呈上升趋势，

但与对照组相比，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从 36 h 起，低浓度组（50 μg·L−1、500 μg·L−1）与对照组相比开始

出现显著差异，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显著性差异更明显，到 96 h 时，低浓度组小球藻密度和叶绿素 浓
度与对照组相比分别下降了 6.68%、13.80% 和 40.41%、42.34%. 在中、高浓度胁迫下，小球藻的藻细胞

密度和叶绿素浓度随时间逐渐下降 . 从 6 h 起，中（5 mg·L−1、10 mg·L−1、25 mg·L−1）、高（50 mg·L−1、

500 mg·L−1）浓度组与对照组相比，已经开始出现显著差异，并且随着暴露时间越长，显著性差异更明

显，到 96 h 时，与对照组相比，中、高浓度组小球藻密度分别下降了 25.82%、44.53%、62.34%、98.48%
和 98.97%，叶绿素浓度分别下降了 56.07%、66.55%、71.83%、99.54% 和 99.84%. 叶绿素含量能较好地

反映微藻生长发育状态，实验发现其与藻密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可以看出，在低浓度 CAA 的短时间

暴露下，会对小球藻细胞内藻类色素合成的相关酶类进行激活，从而增加小球藻体内代谢速率使得在

短时间内使得色素合成增多，但长期的胁迫反而会抑制小球藻的生长. 另外，由于高浓度 CAA 的胁迫，

使得小球藻细胞内活性氧大量积累，进一步破坏了小球藻细胞内叶绿体结构，影响了小球藻光捕获化

合物的形成，从而阻碍小球藻叶绿素的合成. 总体上来说，中、高浓度 CAA 会造成小球藻藻细胞的破

坏和叶绿素 a 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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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 CAA 浓度暴露处理 96h 期间小球藻（a）藻细胞密度、（b）叶绿素 a 含量及（c）Fv/Fm 的变化

Fig.2    （ a ） Chlorella vulgaris cell concentration, （ b ） Chlorophyll-a concentration and （ c ） Fv/Fm variation of Chlorella
vulgaris with different CAA concentration exposure treatments during 96 h exposure 

 

（2）CAA 对小球藻 Fv/Fm 的影响

Fv/Fm 经常被用来描述植物的光合生理状况，反应植物的潜在最大光合能力，用来判定植物的健

康程度. 不同 CAA 胁迫浓度下，小球藻 Fv/Fm 的变化情况如图 2（c）所示，可以看出随着 CAA 暴露浓

度越高，小球藻的最大光合利用速率越低. 低浓度（50 μg·L−1、500 μg·L−1）CAA 胁迫组暴露 96 h 后，藻

液的 Fv/Fm 值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而中浓度（5 mg·L−1、10 mg·L−1、25 mg·L−1）CAA 胁迫组中，

Fv/Fm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下降，与对照组相比分别下降了 13.04%、40.58%、52.17%，而在高浓度

（50 mg·L−1、500 mg·L−1）CAA 暴露下，小球藻的 Fv/Fm 值过低，均低于仪器的检出值，说明此时的小球

藻藻细胞被破坏，已经失去了活性.
CAA 对小球藻的毒性可用半数效应浓度 EC50 来表示. 本研究中采用 96 h 生物量的 EC50 来评价

CAA 的毒性，即以 96 h 的生物量来计算 EC50 值 .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 CAA 对小球藻的 96 h 的

EC50 值为 14.73 mg·L−1，与疫情期间污水厂的实际检出量 67.84 μg·L−1 相较，高出实际检出浓度约

217 倍. 根据表 1[22] 可知，CAA 属于中毒物质. 

表 1    藻类生长抑制毒性分级标准

Table 1    Toxicity grading standard of algae growth inhibition
 

96h-EC50/（mg·L−1） <1 1—10 10—100 >100

毒性分级 极高毒 高毒 中毒 低毒
 
 

CAA 胁迫组比生长速率均低于对照组，且暴露浓度越高，小球藻的比生长速率（μ）越小（表 2）. 对
照组小球藻的 μ 值为 0.54 d−1，在中、低浓度 CAA 胁迫下，μ 逐渐降低，但依然大于 0，然而 50 mg·L−1

和 500 mg·L−1 浓度暴露 4 d 后，μ 值为负，且胁迫浓度越高，μ 值越小，其比生长速率数值分别为−0.83 d−1

和−1.08 d−1. 在中、低浓度下，虽然小球藻的生长速率相比对照组来说有所下降，但是仍处于正生长状

态，这说明小球藻对低浓度的 CAA 有一定的耐受力，但是在高浓度 CAA 暴露胁迫下，小球藻的生长受

到了严重的抑制，甚至死亡，这说明高浓度 CAA 已超出了小球藻的耐受范围，小球藻细胞无法适应高

浓度 CAA 的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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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 CAA 胁迫浓度对小球藻的比生长速率（ μ ）的影响

Table 2    Growth rate （ μ ） of Chlorella vulgaris under CAA exposure
 

暴露浓度 Exposure concentration CK 50 μg·L−1 500 μg·L−1 5 mg·L−1 10 mg·L−1 25 mg·L−1 50 mg·L−1 500 mg·L−1

比生长速率（μ）/ d−1 0.54 0.45 0.41 0.35 0.32 0.26 −0.83 −1.08
 
 

 2.3    CAA 对小球藻生理活性的影响

（1）CAA 对小球藻抗氧化系统的影响

CAT 酶和 SOD 酶是生物体抗氧化酶体系的基本组成，通过协同作用清除植物体内的活性氧自由

基，用来保护在逆境胁迫下，活性氧自由基造成的细胞膜膜脂过氧化而对植物细胞造成的伤害 [23]. 而
GSH 则是植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物质，它通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将 H2O2 还原为 H2O，

其自身则会被氧化为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GSSG 又会在谷胱甘肽还原酶（GR）的催化下，被还原

成 GSH，不断循环这一过程，使得植物体内的自由基被清除. 植物细胞内的抗氧化物质含量越高，其对

外界胁迫的耐受性则越大[24].
在不同 CAA 浓度胁迫下，小球藻 SOD、CAT 酶活性和 GSH 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图 3 可

以看出，小球藻细胞内的 SOD、CAT 酶活性和 GSH 含量随胁迫浓度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且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显著性差异更明显.
 
 

图 3    不同 CAA 浓度暴露处理 96h 期间小球藻抗氧化酶活性及 GSH 含量变化
（*：同一时间点实验组于对照组 T 检验差异显著；*数量：差异显著程度）

Fig.3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GSH content of Chlorella vulgaris with different CAA concentration
exposure treatments during 96 h exposure

（*：at the same time point, the T t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 numbers：degree of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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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浓度（50 μg·L−1、500 μg·L−1）胁迫下，小球藻 CAT 酶活性和 GSH 含量无明显变化，但 SOD 酶

活性受到明显的诱导作用，在 96 h 时达到峰值，为对照组的 1.16 倍. 在 10 mg·L−1 胁迫浓度下，从时间

变化和浓度变化两个角度来看，小球藻 SOD、CAT 酶活性和 GSH 含量均达到单峰曲线的顶点，这时，

小球藻 CAT 酶活和 GSH 含量性分别为对照组的 1.52 倍和 1.21 倍. 在高浓度（50 mg·L−1、500 mg·L−1）

胁迫下，随着时间的延长，小球藻的 SOD、CAT 酶活性和 GSH 含量逐渐降低，96 h 后由于小球藻酶活

过低而未能检出. 从而说明如果植物细胞内的活性氧浓度过高，其所产生的过量的活性氧自由基会降

低细胞内抗氧化酶活性. 所得的实验结论与刘青青等[25] 以不同浓度的氰化钾胁迫斜生栅藻的结果一致.
生物体的抗氧化酶活性随着外源物质暴露浓度的增加先升高随后逐渐降低的趋势称为“钟形”曲

线 [26]，本实验中，小球藻细胞内的 SOD、CAT 酶活性和 GSH 含量随胁迫浓度的变化符合“钟形”曲线.
Stebbing 称这种在低毒状况下出现的应激反应为“毒物兴奋效应”，该效应对于保护生物机体避免抗氧

化损伤具有重要意义[27].
（2） CAA 对小球藻 MDA 的影响

丙二醛 MDA 是膜脂过氧化的关键产物，代表细胞膜脂过氧化的程度，在细胞内的累积量通常被

用作膜脂过氧化程度的指标[28]. 由图 4 可知，在暴露时间为 6 h 时，低浓度（50 μg·L−1、500 μg·L−1）胁迫

下 MDA 含量变化不明显，说明低浓度小球藻细胞膜脂过氧化程度不明显；当 CAA 浓度为 5 mg·L−1 时，

MDA 含 量 明 显 增 加 ， 是 对 照 组 的 1.15 倍 ； 高 浓 度 胁 迫 下 MDA 含 量 继 续 增 长 ， 在 500  mg·L−1

胁迫浓度下，MDA 含量为对照组的 1.41 倍. 而在 96 h 后，低浓度胁迫下 MDA 含量变化不明显，中浓

度胁迫下的 MDA 含量先增长后降低，10 mg·L−1 小球藻细胞内的 MDA 含量达到峰值，为对照组的

1.32 倍；而高浓度胁迫下 MDA 含量呈快速下降趋势，96 h 时 MDA 含量低于检出限.
 
 

图 4    不同 CAA 浓度暴露处理 96 h 期间小球藻 MDA 含量变化
（*：同一时间点实验组于对照组 T 检验差异显著；*数量：差异显著程度）

Fig.4    MDA content of Chlorella vulgaris with different CAA concentration exposure treatments during 96 h exposure
（*：at the same time point, the T t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 numbers：degree of difference） 

 

一般来说，植物体内存在着氧化-还原的动态平衡，通过体内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与保护酶系统及

非保护酶系统有效的清除来保证植物不会引起氧化伤害. 但是，当植物受到外界胁迫时，细胞内会累积

大量的活性氧，从而影响抗氧化酶的活性，会造成细胞膜脂的过氧化. 而 SOD 酶作为抗氧化体系的第

一道防线，它通过催化 O2
－·发生歧化反应生成 H2O2 和 O2，再通过 CAT 酶去除细胞内的 H2O2

 [23,25] ，使

得植物体内形成氧化-还原的动态平衡. 根据实验结果得出，在低浓度 CAA 胁迫下，小球藻体内的两种

抗氧化酶活性及 GSH 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均出现了上升，这表明小球藻已经出现应激反应，为了维持

活性氧产生与清除的动态平衡，通过提升抗氧化酶活性来缓解活性氧对植株造成的伤害[21] .
另外，MDA 代表了细胞膜脂过氧化的程度，实验结果显示，在低浓度 CAA 胁迫下，MDA 含量无明

显变化，是由于在低浓度胁迫下，小球藻体内的活性氧清除系统被激活，抗氧化酶活性相对较高，会对

体内的活性氧自由基进行清除，从而减轻了细胞膜脂过氧化的程度，使得 MDA 含量与对照组相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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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变化. 而在受到中、高浓度 CAA 胁迫时 MDA 含量明显上升，是因为在高浓度 CAA 胁迫下，细胞

受到外界的损害程度加深，细胞内的活性氧自由基累积量越来越多，超出体系内抗氧化酶活清除的能

力，破坏了植物体内的氧化-还原的动态平衡，导致小球藻体内的 MDA 含量升高，这也说明中、高浓度

CAA 加剧了小球藻藻细胞脂膜过氧化程度.
疫情期间污水厂尾水中 DBPs 含量为本研究中设定的低浓度范围，此浓度短时间的暴露，会刺激

小球藻相关酶类的活性，但长时间暴露也会逐渐影响小球藻的生理活性，因此对水体中藻类生态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3    结论（Conclusion）

（1）疫情期间（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污水厂尾水中检测出 21 种消毒副产物，总浓度达

271.47 μg·L−1，为疫情前总浓度的 2.83 倍. 其中检出量占比在 5% 以上的 TCM 、BDCM、CAA、DCAA、

TCAA 的 5 种 DBPs 占总检出的 76.85%，而 CAA 占比最高，为 30.22%.
（2）低浓度（疫情期间检出浓度范围）的 CAA 暴露，会导致小球藻的生长速率和叶绿素 a 合成速率

会有所减缓；而中、高浓度暴露下，小球藻的生长停滞，最后完全死亡. 中、低浓度 CAA 胁迫会诱导

SOD、CAT 活性和 GSH 含量的上升，减少 MDA 的积累；而高浓度胁迫下，SOD、CAT 活性和 GSH 含

量 持 续 下 降 ，MDA 含 量 在 6  h 时 达 到 最 大 值 ， 随 后 下 降 .  CAA 对 小 球 藻 的 96  h 的 EC50 值 为

14.734 mg·L−1.
（3）疫情期间污水厂排放尾水中的 DBPs 含量，长期暴露会逐渐影响小球藻的生理活性，对水体中

藻类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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